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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马家浜文化陶器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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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学院设计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嘉兴马家浜文化中的陶器设计，长期以来因其“素面”而失艺术之礼遇。但从多元文化的背景及艺术设计的视角

对其造型、纹饰进行深入的探究与论证，可发现：在素面陶器设计的背后，蕴藏着先民辩证的思维意识、和谐的审美观念和敏

锐的创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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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因 1959 年在浙江省嘉兴城南的马家浜遗址考古发现而得名，存在于公元前 7000 年至前 3900 年间，属新石器文

化时期。马家浜文化分布于环太湖流域，其文化成就主要表现在陶器、玉器、建筑、织物技术和水稻种植等几个方面。马家浜

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南文化之源”。马家浜文化主要成就之一的陶器设计，以丰富的造型和独特的风格

向我们展示了史前先民历尽艰辛、不断求索的身影，更折射出了祖先们在泥与火的熔炼中凝聚的智慧和精神追求。然而，多少

年以来，不论是中国美术史，还是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都把研究兴趣点放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而对长江流域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素面陶器却冷而淡之，无“美”可言。其实，“原始时期最具创造性的造物活动——原始陶器，其功能与形态

的构成便是艺术设计史研究的对象。”[1]如此，马家浜文化陶器设计也应纳入今天关注的视野与研究范围。为了便于研究的深

入，我们仅就嘉兴地域出土的陶器来展开。这不但可以从艺术设计的审美角度去了解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的发展状况，从中领略江南文化传统审美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发端，而且还能够从中窥视到中华民族传统造物取像的思维、观念

及理想追求的发展轨迹。“在手工艺劳动中，人类的生产技能与艺术创造是融合在一起的”。[2]相信，当我们再度重温历史辉煌

时，将对弘扬马家浜文化精髓，凝聚地方人文气质，积极构建嘉兴文化软实力高地具有重要要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一、嘉兴马家浜文化陶器设计的材料与工艺 

陶器指以黏土制胚，大多经 800-1000℃以上的高温烧成的器物。借助火焰，将松软的泥土制为坚硬的器物，这是人类最早

的创造与发明。“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物性食物大量增加时，人类迫切需要一种便于炊煮谷物性食物的器物，而陶器

是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一种最理想的器物，陶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原始农业的发展，谷物性食物的大量增加，是陶

器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必然性”。[3]从 1959 年 3 月考古挖掘以来，嘉兴地区马家浜文化陶器出土地就有嘉兴马家浜、吴家浜，桐

乡罗家角、新桥，平湖大汶塘，海宁坟桥港等处。[4]其中，有炊煮食物用的釜、鼎、钵，盛储用的罐、盆、壶、瓶、盉，吃饭

用的碗、豆、盘等。林林总总的器物造型不但能看到器皿的功能齐全，还能感受到 6000 多年前先民创造生活的智慧、灵性和才

能，也似乎能体察出先民那种自然有序、怡然自得的生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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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马家浜文化陶器在材料上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氏族群聚地附近的泥土、砂、稻壳等都是他们利用的资源，

这也是当时陶器非常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早期由于制陶技术水平低，还不能完全用泥质材料进行烧制，马家浜人在反复的实

践中摸索出一套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泥质材料中掺入一定比例的本植物茎、叶、壳或砂、蚌灰等，使陶器在烧制过程中避免

了爆裂，这样在陶质上就形成了夹蚌陶、夹砂陶和夹炭陶等。由于加入一定比例的砂、壳等材料，器物表面就显得比较粗糙、

胎质疏松，加之当时窑火温度较底，胎壁又较厚，易碎且吸水性强就成了早期陶器的特点。随着烧陶技术的不断提高，到了马

家浜文化中晚期，先民一般都能够掌握泥质陶的烧制技术了，加砂陶逐渐在减少，这时烧制出的陶器不论是硬度，还是表面光

洁度都有了很大提高。一些陶器在制作上还采取在陶胚上施加一层陶衣(矿物质泥浆)的做法，晾干后经过窑火烧制，其器物不

但因此变得坚固、耐吸水，而且表面光洁度高，易于清洗，视觉上又因陶衣色彩形成了内外有别的美感。如图 1 陶豆就是施陶

衣烧制后的效果。 

 

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制作工艺一般都经历了捏塑、泥条盘筑到慢轮、快轮技术生产的演变过程。嘉兴马家浜文化的制陶工艺

早期一般用手捏塑或泥条盘筑的方式进行器物的造型。为了器形坚固与美观，先民还制作了一些修器形用的工具，其中“陶拍”

就是典型的一种。陶拍是用陶泥烧成的，造型大小不等，根据器形结构选择不同的陶拍进行拍打，其目的就是加固陶壁，使手

捏或泥条盘筑的器形变得更加坚固与规整。另外，陶拍上有近似均匀的空孔，拍打下去，器物表面可以形成一定的纹理，视觉

效果突出。随着慢轮到快轮技术的发明运用，陶器制作的工艺也越来越精制，器物整体造型不但丰富多样、严谨规整，而且巧

妙的磨光技术也使胎壁较薄并且均匀，质地光洁细腻，美观度大大提高。为了装饰器物表面，刻划、拍印、镂空、堆贴等工艺

制作技术也常常在陶器上运用，形成造型与纹饰相和谐的工艺手法。今天当我们再度反观原始时期先民制陶工艺与技术时，不

能不被马家浜人那种不畏艰难、勇于探索、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毅力所折服，也不能不敬佩他们的聪明才智，因为直到今天，先

民发明的制陶工艺(轮制技术、镂空、刻划等)还在为我们现代的陶瓷业生产所运用，这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 

二、嘉兴马家浜文化陶器的功能与造型设计 

从整个嘉兴地域出土的马家浜文化陶器来看，6000 多年前先民在创造器物上已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这时的陶器在功用

上已包括炊器、食器和盛储器三大类型，围绕各自的用途，在造型上对其结构进行精心的推敲与研究，令人惊叹地发现，嘉兴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陶器设计，不但功能合理，而且各部分比例尺度都具有很强的人性化成分，甚至可以说与我们今天工业造型

设计所要求的人体工程学标准相一致。如嘉兴马家浜出土的罐，在设计制作时首先考虑的是器物的容量，为此罐的腹部造型都

很膨大，形体接近圆球形；而对于罐细部的处理，也首先以实用为标准，如口缘的宽度、斜度、厚度以及两侧配置的系耳，其

大小、部位和宽窄，莫不考虑到人在使用中穿绳提携的方便、舒适与耐用。再如嘉兴罗家角出土的陶釜(图 2)，不但形式多样(出

土许多釜，有带脊釜、筒形腰沿釜和弧腹腰沿釜等)，而且实用功能考虑非常周全：釜饰腰沿，那宽大的腰沿，对下既是支撑支

座的支点，便于提端，又可阻挡烟火上升，避免污染食物；对上不仅能接着釜中沸腾溢出的汤或水，防止扑灭火苗，并且用多

角形花边环形一周，与釜口形成对应与变化，提升美观度。[5]一举几得的功用设计，是何等的聪明、智慧与灵巧。因此，釜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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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沿不单在视觉上具有装饰的意味，而且与器物的适用密切相关的巧妙构思与设计，充满着人性化、功能化与艺术化内涵。这

种设计思想与理念不但最早被马家浜人所掌握运用，而且对后来的器物设计具有广泛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最终还成为了判断陶

器是否属于马家浜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4] 

 

嘉兴马家浜先民在陶器造型上已经掌握并运用对称、均衡、变化、比例、协调等形式美规律。不论是从现已出土的丰富多

彩的陶器总量上看，还是从变化多端的单个器物看，都非常突出地体现出这些规律。很多生活用的陶器，不但具有完美的功能

性特点，器形本身还具有强烈的美感效果。这种美感，是从其结构组合、比例尺度、均衡变化和对比统一的设计中体现出来的。

这也正是过去工艺美术时期人们淡化或忽视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由于观念与认识的偏差，人们一般只把审美的关注点放在

器物表面纹样的装饰上，而对器物本身的造型却视为功能性，无美可言。于是彩陶由于绚丽的纹饰而成为美术或工艺美术欣赏

赞美的主角；而马家浜文化中的素面陶器，则由于无彩饰纹样被另当别论。 

亚里斯多德谈美的观点时，曾肯定认为美在事物本身之中的“次序、匀称与明确”，在事物的形式、比例。[6]古希腊的毕

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美在数之比，即 10.618 黄金比上。我国一代文豪苏轼在艺术创造中的深刻体会就是：美可以通过得自然之

数获取。这实际都是在强调美在于事物本身的比例与尺度。对于陶器设计来讲，它的美应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造型本身的美；

二是器物纹饰之美。撇开造型美不谈单论纹饰之美，则有失公允。当陶器造型本身之中显现“次序、匀称与明确”，我们就应当

视其为美的形式，视其为艺术的设计与创造。 

为此，我们再来分析嘉兴马家浜人设计的红泥陶碗(图 3)。该碗整体高为 9cm，有上下两部分：其中上部分高 5.5cm，碗口

直径为 16cm，下部分碗底高 3.5cm，碗底直径 10cm。上部分结构上又由圆柱、圆锥和碗沿三个形体组成；下部分并不是简单的

柱体形式，而是有缩狭变化的喇叭形状。碗沿宽度为 0.75cm。两部分不但造型结构合理，而且高、宽比例也显得十分恰当，特

别是碗底的高度设计(比现在碗底要高得多)，非常符合当时人们席地就食所需的尺度。碗的纹饰简约，只是在下部分碗底座上

刻划三条均匀的凹槽纹装饰，这样更突显了碗自身整体协调的造型美。想想看，6000 多年前先民创造的这种碗的样式，直到今

天除了生产用的材料不同外，它的样式还在为我们所用，这不能不使我们惊叹先人在器物设计方面所具有的精到而又高超的审

美力和创造力，它不仅生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嘉兴马家浜人敏锐的形式感觉力、造物天赋，更直观地体现出马家浜人热爱生活、

创造生活的务实精神和价值理念，更有力地向我们揭示出美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感性的知觉，它还存在于科学的数比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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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兴马家浜文化陶器的纹样设计与审美取向 

在中国艺术设计发展史上，马家浜文化陶器设计的一个最突显的特征就是素面，素面并不是没有纹样装饰，而是不像彩陶

那样用色彩纹样去装饰器表，形成绚丽多彩、五光十色的激情效果。素面陶器大都是在单色的陶胎上，采用刻划、压印、镂空、

堆砌等手段进行纹样装饰，视觉上形成凸凹不平的效果。纹饰有弦纹、绳纹、附加堆纹、网纹和镂孔等几何形式(如图 3、图 4)。

弦纹一般饰于器皿的颈、肩部分，镂孔大都为圆形，施于豆柄和一部分器皿的圈足上。与同时期发展起的仰韶彩陶相比，素面

陶器显得简单、素洁与淡雅，从研究层面看，应当视为一种风格。然而，一些人却以素面判定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人缺乏审美意

识或艺术表现力不强；还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江南之所以是素面陶而没有出现彩陶，是与其地域的水网密布、气候潮湿有关。

这两种观点道出一层意思：那就是没有意识到素面的陶器设计是一种有意的追求与审美表现，而是一种审美的无能或客观上的

无奈，果真如此吗？ 

 

笔者心存质疑，为此查阅了大量的考古文献和历史资料，沿着美术及艺术设计发展史的轨迹，联系近现代长江下游、江南

地域以及嘉兴本土的社科人文、艺术发展状况进行多角度的考证、分析与探究，渐渐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明晰的认识，那就是马

家浜文化陶器素面特征的形成，是与先民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追求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就是他们的审美观念所至。为什么这样

说呢？ 

第一，在美学史上，人类创造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美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山顶洞人(170 万年前)就曾把兽牙、海贝壳等串在一起挂在胸前，寄予美好的精神理想与向往。进入新石器马家浜文化时代，

先民也用加工精美的石珠、玉环连串一起成为装饰艺术品挂在胸前(有出土文物为证)，这不能不说与审美意识和精神追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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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马家浜人还在陶罐上设计出人面器耳(图 5)，这是一件罕见的史前陶塑珍品，因为不论是从雕凿技法上，还是从情态

的表现上，它都生动地体现出原始时期先民那种质朴天真、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创造与表现，这也正是艺术存在的本质。“艺

术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是满足心灵需要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可能具备多种功能，包含多种价值要素，但它的

特质是精神的，是自由自在的活动。”[7]马家浜人在陶罐器耳这么细小的地方都可设计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形象来，由此不难

看出其审美力、想象力和表现力自然也是不缺乏的。 

 

第二，江南地域水网密布，气候潮湿，陶器不易用色彩纹样表现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出土的陶器中，我们已经

发现一些施有红色或黑色陶衣的器物出现。如嘉兴马家浜出土的喇叭形圈足的陶豆(图 1)，外施红色，内施黑色陶衣，[5]虽埋

入潮湿的地下 6000 多年，出土后色彩依然鲜亮、清晰。除此之外，嘉兴马家浜、吴家浜，桐乡罗家角、新桥，平湖大汶塘等地

出土的陶釜、陶罐、陶钵等有彩色陶衣，这样看来，在江南地域烧制出彩陶不是不可能，而是有能力和条件实现的。 

第三，鉴于以上两点问题的探讨，我们认为新石器时期嘉兴马家浜文化陶器设计素面特征的形成，是与其精神需求和审美

意识相一致的，是有意而为之的。人类文化观念及思想意识的形成是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有关，尤其是在人类存在的早期。审

美意识作为文化思想观念的一种，它的形成同样与生态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构成生态环境的因素有气候、地貌、土壤、动物、

植物等因素。人的生产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其生活方式是受环境制约的，它影响和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形式、

方向和程度。据考古证明，6000 多年前的嘉兴气候温暖湿润，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鱼类、动牲畜类、稻类

等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先民们一年四季的主要社会生产与生活内容是养蚕、纺织、烧制陶器、构筑木柱式建筑、捕鱼、打猎、

种收稻谷等，加之大自然所赐予的四季花开的环境，其生存境遇是易生易得、有劳可获、景色优美。[4]这种优良的自然环境和

生理与精神上的满足，一方面表现在原始先民不用太辛苦就可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们四季不断可以获得

收成(不像北方艰苦的自然环境，一到冬季环境恶劣时人们就只有闲下来，当然生存也难以保证)。正因如此，江南地域的先民

就逐渐形成心理需求上的满足感与精神向往上的和谐感，这种心理和精神的和谐状态，物化在器物上，就是追求轻柔、协调的

精神格调，素雅、单纯的装饰效果。具体讲，就是不以彩饰为能事，而是用刻划、压印、镂空、堆砌等手法在器物上进行纹样

装饰，从而形成既美观又不呆板、既变化又不杂乱、既和谐又不单调的器物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是与他们的心理需要、情感诉

求相吻合的，久而久之便演变为一种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正是这种审美意识与观念，几千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江南后代子

孙，不论是元、明、清发展起来的江南园林建筑，还是近现代江南山水画家吴镇、吴山明的绘画风格无不体现出江南地域审美

意识的延续性和相通性。因此，应当肯定的是，嘉兴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陶器设计不是缺乏审美意识与审美表现，而是已经趋于

复杂与深刻，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情感表现中的人与物、物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对器物设计更趋于和谐之美的理念。“不依色彩纹

饰为能事，但求素雅单纯为最美”，这也许就是马家浜文化时代先民物化在陶器造型与纹饰上的精神追求与审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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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拂去数千年的风尘岁月，翻开划时代的历史篇章，马家浜文化陶器设计以从未有过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意义回到我们的视野。

随着研究、分析、论证的深入展开，越发地感到马家浜先民在陶器设计上的智慧与伟大，不但在功能与造型的完美结合、比例

与尺度的恰到好处上起到开我国造物史先河的作用，而且在造型与纹饰组合所形成的素面风格上，也物化着先民辩证的思维意

识和朴素的人文精神，显现着和谐的审美观念与敏锐的创造才能。感受着这丰厚、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遗存，遥想那“绿蚁新醅

酒，红泥小火炉”的始初怡然自得的农耕生活图景，念祖感恩之情不由得催生进取之心，在“江南文化之源”“陶器文化最初霞

光”里我们后来者只有再创文化艺术之辉煌，才能不负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 

总之，透过嘉兴马家浜文化中的陶器造型与纹饰，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文明始初观物取像的方式方法、朴素辩证的思维意识、

自由自在的精神追求等交织一起所蕴寓的丰富内涵。由此启示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局限于表面的感知，而必须对隐含其中

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及成因条件等进行研究与把握，这样才能使历史传统文化精髓被挖掘，并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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